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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族性”
———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王 娟
(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

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

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

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

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

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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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争论中，汉人移民的问题

一直是一个热点领域［1］。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学者们

已针对进入藏区的各类汉人移民群体———例如拉萨

的小商店业主［2］、拉萨周边的菜农［3］、拉萨的出租车

司机［4］等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内容包括他们的来源、
数量、生计方式、关系网络、与本地族群的互动方式

等。这些研究为理解当代藏区社会的族际关系等相

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有两个明显的偏向: 其一，

时间范围基本为改革开放以后，而较少涉及历史时

期; 其二，地域范围基本为中心城市及其周边，而几乎

无涉乡村社会。本文将以新中国成立前( 主要是民国

时期) 由内地进入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对象，综合

利用各种文献材料，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

体予以考察，重点探讨他们的职业类型、社会地位和

对“汉人”身份的自我感知等问题。
通过这项研究，作者期望将历史的视角引入社会

学关于族际互动的研究，这有利于考察族群关系的动

态发展的一面，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提供助益。另一方

面，本研究以乡村社会中的族际互动为对象，重点考

察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方式，

能够为我们观察“族性”的流动性与场景性提供一个

鲜活的个案。
一、甘孜藏区的基本情况

本文的田野地点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它

位于四川省最西端，毗邻西藏自治区。根据 201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区域内人口总数为 109． 2 万，

其 中 藏 族 85． 5 万，占 78． 3% ; 汉 族 19． 9 万，占

18． 2% ; 其他民族 3． 8 万，占 3． 5%。这一民族构成是

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互动进程的结果。
据汉文史书记载，在两汉时期，居住在甘孜藏区

的是古羌人的部落［5］。至唐代，随着吐蕃势力在青藏

高原中心地带兴起并东扩，这些羌人部落先后归附吐

蕃，并在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上接受了卫藏地区的

影响，实现了“吐蕃化”［6］151。这里的土著居民也由此

成为了今天的“藏族”的祖先。与此同时，最迟至元

代，随着青藏高原整体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汉

人移民开始进入甘孜藏区①。
因其独特的地缘特征，在明、清两代，甘孜藏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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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内地与卫藏的“通道”，频繁的商旅往来和军

队调拨成为汉人移民进入的重要背景。清末“改土归

流”后，行政体制上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汉人移民数

量的大幅增加。根据民国学者任乃强的实地考察与

估测，至 1930 年前后，除几乎全部为汉族人口的泸定

县外，甘孜藏区其他各县的人口总数为 40． 6 万，其中

藏族 36． 1 万，占 88． 92% ; 汉族 4． 4 万，占 10． 84% ; 彝

族 0． 1 万，占 0． 24%①。
本文余下部分就将对这大约占人口总数 1 /10 的

汉人移民群体的职业类型、社会地位、身份认同等问

题作以考察。
二、汉人移民的职业类型

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大体可以分为三

个职业类型: ( 1) 商人。( 2) 垦民及手工艺匠人。( 3)

政府官员、驻军及其眷属。
( 一) 商人。
商人是最早的汉人移民群体。早期的汉商多来

自陕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元代的行政设置。当时，

黎州、雅安、碉门至打箭炉一带均归陕西行省管辖，并

有陕籍军人驻扎，因此有陕籍商人作为随军行商来到

打箭炉，后逐步转为坐商，并不断提携家乡后辈前来

经商［7］389 － 390。除陕西外，川、滇两省是汉商的另外两

大祖籍地。
在元代，汉商在甘孜藏区的经营范围只局限在东

部的打箭炉。至明代，这一界限被突破，越来越多的

汉商西出炉关，深入草地。明末清初之际，北路的霍

尔地区享有“北路大埠”之誉，商品贸易颇为繁盛，来

自内地的商人也日渐增多［8］。
至清代，汉商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1719 年，

岳钟琪率军西征时，有陕籍商人跟随军队到达了巴塘

地区，至此，汉商的足迹已深入到金沙江沿岸。到

1727 年，在巴塘的陕、川、滇籍商人和工匠已达 40 余

人，有“十八家汉商”之说。他们组织了“巴塘汉商公

会”，宗旨是:“对外互相联络，巩固汉商团体; 对内怜

恤孤寡，济贫扶弱。”［9］这一组织直到民国时期仍在

运行。
在甘孜藏区，最早的“流官”机构———里塘、巴塘

两处的军粮府是在巴塘汉商公会成立后次年( 1728
年) 才设立的［10］，因此，这些来自民间的商人比王朝

的官员更早地进入了这片边陲之地，并逐渐成为当地

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加剧，但汉商们并没

有停下开赴藏区的脚步。根据任乃强的视察报告，在

1930 年前后，甘孜藏区的汉商及其家属的总人数已

达到 10000 人左右［7］387 － 389。
( 二) 垦民。
如果说商人代表了由利润驱使而自发进入的移

民群体，那么，垦民则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整合工程密

切相关。甘孜藏区最早的“正式”垦民是北路丹巴、
炉霍一带的“兵屯”。1896 年，因章谷土司绝嗣，其辖

区“废土设屯”，遂有汉人士兵于此屯垦，并逐渐安家

落户［6］279。
1906 年，甘孜藏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主持该

项事业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开始有计划地从四川

内地招募垦民。据统计，从 1906 到 1911 年，由赵氏

招募的垦民总数为 1723 名，其中 600 余名带有眷属，

分发地包括稻城、巴塘、定乡、河口、康定、盐井、道孚、
甘孜各县［11］。

这些由官府“正式”招募者仅构成垦民群体的一

部分。事实上，甘孜藏区垦民的最重要来源是从清代

中前期开始直至民国时期驻扎于此的军队的退伍兵

丁。根据任乃强的考察，在清代的川藏大道沿线，驻

守的兵丁达 2000 余名，均由四川省派放，3 年轮换。
这些官弁员丁“静居无事，多娶番妇; 营生业，或设商

店，或垦荒土; 渐次兴家立业，繁衍子孙”，“乐此不归

者甚多”［7］393 － 395。
民国初年以降，国家整合边疆的力度加大，甘孜

藏区的政务人员和驻军的数量大幅增加，由此，退伍

士兵和离职公务人员继续构成垦民、小商人的重要来

源。根据任乃强的估计，在 1930 年前后，甘孜藏区各

种来源的汉人垦民数量已逾万人［7］387 － 389。
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中还有一个与垦民的来源

类似，但流动性更大的类别———工匠，包括木工、船

工、剃头、缝纫、采木、挖金等职业群体。根据任乃强

的估计，在 1930 年前后，这个群体的规模在 5000 人

左右［7］387 － 389。
( 三) 政府官员、驻军及其眷属。
除上述之外，在甘孜藏区的汉人主要就是政府官

员、军人及其眷属了。这个群体不能完全算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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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数据是根据任乃强对康定、丹巴、九龙、道孚、炉霍、甘
孜、瞻化、雅江、理化、巴安、定乡、稻城、得荣、德格、白玉、
邓柯、石渠 17 个县的人口数量的估计值计算而得，这一

范围与今天的甘孜州辖区略有差别。在任氏的调查报告

中，对所调查人口的族属分类是“汉民”“番族”和“倮

族”，在本文中，相应数据分别归类为“汉族”“藏族”和

“彝族”。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第一章第六

节，收于《任乃强藏学文集》( 上册) 第 210 － 214 页，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民”，因为其中大部分只是因任职关系而短期居留。
根据任乃强的估计，在 1930 年前后，甘孜藏区的军政

官员、在伍士兵及其眷属的数量约 10000 人［7］387 － 389。
表 1 1930 年前后汉人移民的职业分布 ①

职业 数量 籍贯 定居状态

行政官吏 约 600 人 川籍最多 非定居

军人 约 8000 人 全属川籍 非定居

胥役 约 1400 人 多属川籍 半定居

商贾 约 10000 人

陕籍最多

川籍次之

滇籍再次

半定居

垦民 约 20000 人 多属川籍 定居

木工、剃头

缝纫、挖金

采木等

约 5000 人 多属川籍 半定居

合计 约 45000 人

三、汉人移民的社会地位

在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是垦

民和工匠。他们的地位与本地差民大体相当，仅因所

耕种土地的性质不同，而与差民在赋税、差徭上的待

遇有所差异②。他们大都是没有家室的青年男子，在

当地安家后，或娶或赘，多与本地族群通婚，并逐渐

“本地化”。
相对而言，商人的地位要高得多。不少汉商资本

雄厚，成为当地与寺院商、土司商并列的三大商业力

量之一。一些汉商还与寺院、土司合股经营，不仅利

润丰厚，在社会地位上亦进入上层阶级。例如在民国

时期的道孚县，最有名的汉商是川籍的丁家锅庄和陕

籍的阎家锅庄。当时的道孚县有“八大家”之称，指

实力最盛的八大家族，丁、阎二家均入此列［12］。
政府官员的地位则略显复杂。总体而言，在等级

观念根深蒂固的甘孜藏区，“汉官”往往被本地民众

视为与土著贵族并列甚至更高的阶层，并受到尊重乃

至敬畏。但在具体的情境中，这一问题又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在政府控制力较强的东、北部各县，政府

官员要较南部诸县更有威望; 职位高的官员要比职位

低的官员更受尊重; 驻军长官要比文职县长更容易推

行政令。然而，无论地位如何，这些官员在总体上并

不被视为“本地人”，这与已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的汉商和垦民群体颇为不同。
综上所述，土著社会中外来移民的社会地位是一

个复杂的变量。在甘孜藏区的例子中，固然有族群身

份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职业、财产等与社会等级相关

的因素在起作用。
四、汉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 一) 本地化。
某一群体的“社会地位”是由该群体外部的其他

群体赋予的; 与此相对，该群体对自身之地位和身份

的认识则涉及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汉人向少

数族群聚居地的迁移常常伴随着“汉文化”的扩张，

这一过程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汉化”，并成为理解

历史上的“夷—夏”关系的主流模式。然而，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尤其是在自

然环境与中原大相迥异的地区，本地族群的“汉化”
与汉人的“本地化”常常是一个相互拉锯又同时发生

的进程③。
本文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结论。在民国时期的甘

孜藏区，汉人移民作为本地社会的“少数族群”，都或

多或少地经历了“本地化”的历程④。就“本地化”的

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区分为生活习俗、语言、宗教三个

由低到高的层次。
1. 生活习俗。汉人“本地化”的第一步，是在生

活习俗———如服饰、饮食等———上接受地方社会的方

式。那些定居下来的汉人都完成了这一步，许多人从

外表上看，已与本地族群没有区别。
在节庆、婚丧一类活动中，汉人移民则往往将汉、

土习俗融为一处，展示出族群交融地带的独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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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表的依据是任乃强在 1928 － 1929 年间的实地考察，并

参阅史料、册簿而估计得出。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
民俗篇》第十二章第一节，收于《任乃强藏学文集》第 387
－389 页，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在 1956 年民主改革以前，甘孜藏区的社会结构为农奴

制，作为社会上层的土司、头人和高级僧侣是拥有土地的

封建领主，而平民则是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的农奴，他们

世代耕种领主分派的“差地”，并承担缴纳贡赋和支应差

徭的义务，因此被称为“差民”。
例如纪若诚( Giersch) 对清代云南边疆的研究，为讨论这

个问 题 提 供 了 一 个 范 例。参 见 Giersch，C． Patterson．
2006．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这里使用“本地化”而非“藏化”，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

民国时期的甘孜藏区，本地族群通常被称为“康人”，而非

“藏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藏人”的称谓明确地指

代金沙江以西的噶厦政府控制区的民众，因此，“藏化”的

说法并不适宜。其次，本文以甘孜藏区的个案为例，试图

对中国历史上汉人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后的文化适应的总

体性问题予以探讨，因此，使用更为宽泛的“本地化”能够

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更大的视野。



例如 1942 年，道孚县城著名汉商———崔家锅庄的长

子崔良璧( 藏名洛松仁青) 结婚时，仪式就是一种“汉

土结合”的方式。首先，新郎家派出马队远至炉霍县

迎亲，这是典型的本地族群的迎娶方式。其次，在典

礼上，新郎身着汉式长袍马褂，头戴插金花呢钵式礼

帽，肩披红绫。新娘身着藏装，但头搭红帕盖头。新

人在中堂行拜天地祖宗的汉式三跪九叩礼。再次，礼

成之后，新郎改换藏装，到院场内参加“跳锅庄”的藏

式歌舞欢庆。最后，对来宾的款待方式是汉人宾客入

酒席，本地族群的宾客吃份子肉［13］。
在丧葬习俗上，汉人通常采用土葬的方式，而不

会采用本地族群常用的天葬和水葬。但在超度亡魂

时，则汉、土方式同时使用，既请藏传佛教的喇嘛念

经、给寺庙上布施，又请由当地汉人资助兴建的汉式

佛教寺庙办道场［13］。
在其他的节庆活动方面，汉人同样以“兼容并

包”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既按照本地社会的习俗过藏

历年，参与寺庙的各项宗教节日，同时又过汉式的春

节，在清明扫墓祭祖，在中秋举家团聚［13］。
2. 语言。自清末“改土归流”起，“语言不通”就

成为外来的汉人官员治理地方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无论是宣讲政策，还是调解纠纷，不懂本地语言的汉

人官员都不得不依赖“通事”的翻译，而“通事”利用

其双语能力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就成为地方政治中的

最大弊端。然而，对这个地方政府几十年未能解决的

“顽症”，那些自发进入甘孜藏区谋生的内地移民似

乎毫无障碍地就解决了。方式很简单，在最初阶段，

这些汉人移民都是用汉字标注读音的办法，自编常用

语手册，以类似“天叫朗，地叫撒，驴叫孤日，马叫打”
之类的顺口溜来学习的［7］378 － 379。后来，这些汉人或

娶“康妇”，或赘“康家”，在当地安家落户，学习语言

更加容易。一份 1938 年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地的语

言使用情况，显示这些外来“客民”已经完全掌握了

本地族群的语言:

鱼通人民分汉、康两种。汉民即天全、
芦山、汉源、荥经、邛崃、安岳、遂宁移来之客

籍人民( 即俗呼客民) ，约占区内人民百分

之六。康民即土著之蛮家，以其多居寨上，

故蛮家自呼曰寨上，……语言亦有汉、康之

分，客民与客民对谈用汉语，康民与康民对

谈用康语①。若客民、康民聚于一室，所谈

又全为康语矣［14］。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中后期，在刘文辉主政时，省

级政府并非没有提倡地方官员学习本地族群的语言

和文字。在 1938 年，西康建省委员会专门组织了“康

文康语大赛”，用以鼓励基层官员学习本地语言。但

是，相对于那些每天与本地族群打交道、做生意的商

人、工匠、垦民来说，地方官学习语言的动力显然要低

得多。“官员”与“商人”在面对语言障碍时所采取的

不同态度及由此形成的迥异结果，既反映了“流官”
这种体制在地方治理方面所潜藏的诸多问题，也展现

出所谓的“族性”在民间交往与政治治理这两个不同

层面的差异。
3. 宗教。对汉人移民来说，饮食、服饰，乃至语言

的“本地化”都或多或少带有“功能性”的成分，而在

宗教信仰方面的“本地化”则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可能最终导致“汉人”身份的消失。
由于佛教在内地社会的历史比在藏地更为悠久，

因此，对内地的汉人来说，信奉佛教与其汉人身份并

无冲突。但在藏区社会，情形则颇为不同。藏传佛教

对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控制力度远非

汉地佛教可比。对定居于此的汉人移民来说，藏传佛

教与汉人身份间的文化冲突突出地体现在与祖先崇

拜和承嗣相关的问题上。
1911 年，里塘粮员陈廉呈递给赵尔丰的一份奏

文中记录了汉人家庭的子嗣入寺作喇嘛的例子:

窃粮员昨到本台喇嘛寺通译学堂，见

喇嘛学生冯作材、伍尚猷、熊民国三名颇为

聪秀，询悉原系汉人。冯作材因年少多病，

许为喇嘛，熊民国、伍尚猷因家贫欠喇嘛帐，

遂为 喇 嘛。调 查 在 堂 学 生，尚 有 汉 人 七

名。……且 王 尚 白、杨 作 荫 皆 系 单 丁 独

子……［15］934

奏文中描述的情况在社会地位较低的汉人家庭

中一定不占少数，这几乎是“本地化”的最高程度。
在以“宗族”体系为核心要素的“汉文化”中，这些汉

人移民的后代既然放弃了来自汉地的祖先谱系，也就

几乎相当于放弃了自己是“汉人”的身份意识。
( 二) 坚持身份。
在民国时期的甘孜藏区，有一些汉人移民———尤

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垦民、工匠或小商贩———的

“本地化”是彻底的。他们多以入赘的方式与本地族

群通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其自身，还是他们的子

嗣，都接受了本地社会的生活习俗、行为规范和宗教

信仰。与之相对，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汉商家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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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藏语康方言，在民国时期的川边康区，这种语言被称为

“康语”。



在融入本地社会的同时，相当成功地长久保持了自己

的汉人身份。
1. 宗嗣承替。对汉人来说，最重要的文化纽带莫

过于与宗嗣相关的各项制度。在前面描述过的“婚

俗”的例子中，尽管在结婚仪式上，汉商家庭吸纳了许

多本地族群的习俗，但在关键的一点上，他们则鲜明

地表达了对汉人身份的坚持。在甘孜藏区的本地习

俗中，子、女都可承嗣门第，以子娶妇和以女赘婿并无

差别，甚至因父母多愿与女儿一起生活，以女赘婿者

所占比例可能更大。但在汉人社区中，这种情况是不

存在的。汉人家庭基本都采取“男婚女嫁”的方式，

以子成婚，而延宗祧。
1943 年 9 月，甘孜县政府兼理司法处收到了一

份诉状，被诉方是已故汉商刘瀛洲的土著遗孀:

查有本市居民刘瀛洲，系四川成都人

氏，自民初来甘贸易，不意竟于去冬因病亡

故。遗下妻室儿女大小五口，家庭生活尚称

小康，积蓄甚多。……惟该妇巴母不守妇

道，……与夷人夺吉苟合，随同到家正式夫

妇，来往至为密切，将家中财产货物诱透一

空。该妇意图改嫁，不管儿女之生活，违背

故夫 之 旨，迭 据 该 儿 女 等 前 来 哭 泣 哀

告。……似此目无官府，糊行乱为，有伤地

方风化，抛弃儿女，财产诱透干净，民等以瀛

洲在生之托，为伊儿女幼弱生活起见，特联

名公禀，恳请钧府作主，将该巴母、夺吉传案

究追，以正地方风化，而维儿女生活。①

起诉方的落款除“负责人刘银魁”外，还有甘孜县的

商会理事长、工会理事长、川帮保长、陕帮保长及街坊

民众代表十余人。此案经县政府司法处“交由街邻人

士和平调处”后，最终达成了如下解决办法:

该巴母自知错误，甘愿与私通之夺吉

解除婚约，脱离关系，绝跡来往，从此改过自

新，孀守刘氏后裔，永无改嫁。仍前贸易，理

料 家 务，抚 育 儿 女，决 无 意 外 不 良 情

事。……遗下儿女五口，除大女自幼削发出

家，次女适嫁与任绍武，三女尚幼。至两儿

亦送学喇嘛，甘愿将次男还俗，送读汉书，继

承刘氏香烟，以树根立而慰幽魂。②

①②四川省甘孜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135 －106。

在这个案例中，甘孜藏区的汉人群体对以“宗

嗣”为核心的汉文化道德体系的坚持和捍卫显露无

疑。而当结为团体时，他们也具有了在当地社会中坚

持这种“少数族群”之身份与权利的能力。
2. 儒学教育。除“宗嗣”这一原则性问题外，汉

人移民“坚持身份”的另一表现是对儒学教育的坚

持。甘孜藏区最早的汉式学堂并非 20 世纪初开办的

“官学”，而是早此二百余年由汉商自筹资金、延聘先

生而创设的“私塾”。尽管早期的私塾所能教授的仅

为《三字经》、《百家姓》之类最简单、浅显的汉文，但

这无疑体现出这些汉人移民对华夏文化的继承和坚

持，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坚持。一些有条件的汉商

家庭则会把子孙送回原籍读书，待学有所成再回到甘

孜藏区承继家业。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强制教育后，对大部分县

份来说，不把上学视为“学差”的，可能只有那些汉人

家庭。1929 年，在任乃强视察的 9 个县中，各县立小

学的学生几乎都是汉人家的子女［16］。
3. 自卫团体。相对于在宗教、文化上的坚持，各

县所建立的“汉团”组织则是作为“少数族群”的汉人

移民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成果。在许多地区，“汉

团”的建立都直接与汉人移民在当地社会的不利处境

相关。例如道孚县的汉团组织———人和团，就是在

1912 年道孚县城发生“驱汉”事件后由汉人移民建立

的自卫组织［17］6。
由于汉人移民大都集中居住，形成了相对紧密的

社区，因此，各县的“汉团”后来都逐渐成为保甲体制

中的一个行政单元，称为“汉保”。
( 三)“本籍人”。
在探讨移民的身份认同时，另一个重要维度是

“族群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在民国时期的甘

孜藏区，那些在此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的汉人移民不

仅在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实现了“本地化”，在心理

意识上也逐渐形成了对居住地的“地方认同”。同

时，在本地族群眼中，他们不再为外乡人，而是本地社

会的一分子。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甘孜藏区各县设立县参议会

时，许多汉商都以地方贤达的身份当选为县参议员，

甚或作为本县代表担任省参议员。当时，在这类选举

中，决定是否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是“籍贯”而非“族

别”。这些定居于此的汉人都被视为“本籍人”。在

地方民意机构与政府讨价还价的事件中，无论是“汉

人”，还是“康人”，他们都作为地方民众的代表，为本

地社区争取利益，显示了共同的地域认同。甚至两位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康人治康”为旗帜发动自治运

动的本地族群精英，从血统上看也是早期的汉人移民

的后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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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甘孜藏区，许多汉人都有两个名

字，一个汉名和一个藏名，这与许多本地族群的精英

分子的情形一样。对本地族群精英来说，这两个名字

可以视为他们在“汉化”与“坚持身份”间的平衡。同

样，对汉人移民来说，这可以视为他们在“本地化”与

“坚持身份”间的平衡。有的本地族群精英偏向了

“汉化”一边，即使仍然保留了藏名以及关于家族历

史的记忆，但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变成了“汉人”; 有的

汉人偏向了“本地化”一边，即使仍然保有汉名，但在

文化、宗教上已经变成了“康人”。而更可能的情形

是，在他们的思维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这条界线，笔者

在这里所讨论的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五、结语:“族性”的两个层面

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之形成的历史划分为

“自在的民族”与“自觉的民族”两个阶段［19］，这一划

分所描述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而事实

上，这对概念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内

部各族群的身份认同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不同的是，

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群来说，“自在”和“自觉”
这两种状态并不仅仅体现为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也表

现为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
“自觉的民族”体现在政治生活的层面。自清代

末年起，“平满汉畛域”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探索共和

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宣

言和国民政府关于“中华民族宗支论”的宣扬，都与

“族属”逐渐获得政治意涵的背景密不可分。与之相

对，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族性”则处在“自在”的状

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诸多身份分类标准

交织在一起。
上述区分与最近 10 年学界关于“民族”与“族

群”的概念使用、民族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的

争论密切相关［20］。本文的讨论所涉及的时段为 20
世纪上半期，正是中国境内各族群逐渐获得政治意涵

的时期。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处于“自

在”状态的“族性”的个案，而就在这一“自在”交往的

同时，甘孜藏区的本地族群精英正在国家政治的舞台

上为自己的“民族”争夺话语权。笔者相信，理解“族

性”在两个不同层面各自的呈现方式以及二者间的互

动，是理解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核心线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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